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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《伤寒论》方证辨证的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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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 方证辨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综合分析 《伤寒论》中方证辨证的特点，认为方证辨
证不是简单的症状叠加，而是观察患病之后人体所处状态及反应在外的病证，在明确病证特点的基础上，选

择相应处方的一种思维模式。临床应用时灵活多变，体现在方随证变、药随证变、量随证变、煎服法随证变
和剂型随证变五个方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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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证辨证也叫汤方辨证、方证相应、方证对
应、方证相符，是指以方剂的适应病证范围、病
机、治法、禁忌症等相关内容为框架，对疾病的临
床表现、体征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辨证
方法，以探求治疗疾病的最佳处方［1］。中医的辨
证方法有很多，包括方证辨证、六经辨证、脏腑辨
证、经络辨证、卫气营血辨证、三焦辨证等，其中
方证辨证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

位。方证辨证追求患病病情与方剂适应证的高度契
合，强调有是证用是方，无是证则去是药，其优点

是灵活性高、实用性强，若方证对应，则效如桴
鼓。方证辨证不是来源于理论的推断，而是几千年
来中华民族在实践中与疾病不断斗争的经验总结。
近年来许多经方学者如胡希恕、刘渡舟、冯世纶、
黄煌、娄绍昆等无不强调方证辨证的重要性，因
此，对《伤寒论》方证辨证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
的临床价值。

1 方证辨证的提出与发展

“方证辨证”最早由顾武军在 1987 年提出［2］，
而方证理论则起源于 《伤寒论》。 《伤寒论》中
113 方均是以证言方，方随证出，方证一体，并明
确提到桂枝证、柴胡证，强调 “但见一证便是，
不必悉具”的观点，开方证辨证之先河。随后唐
代孙思邈在 《千金翼方》中采用 “方证同条，比
类相附”的方式对 《伤寒论》进行重新编次，对

方证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总结［3］。宋代朱肱首倡
“药证”之说，在《伤寒类证活人书》中提出: “所谓
药证者，药方前有证也，如某方治某病也，……
须是将病对药，将药合病，乃可服之”。药证即所
谓方证，方证思想虽早在东汉就已提出，但一直以

来并未占据中医学发展的主流，甚至金、元、明时
期鲜有提及，直至清代，方证研究才迎来高潮。以
柯琴、徐灵胎、方有执、尤在泾、张锡纯等为代表
的医家对 《伤寒论》的方证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
述。如柯琴《伤寒来苏集》云: “仲景之方，因证
而设，见此证便用此方，是仲景活法”; 同时采用
证以方名、方随证附、以方类证的方法对 《伤寒
论》进行编次，使方证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和紧
密［4］。徐灵胎采用 “以方类证”的方法，将 《伤
寒论》113 方分为桂枝汤类、麻黄汤类、葛根汤类
等 12 类，方以类从，证随方列，不仅将 《伤寒
论》诸方做了分类，并对同类诸方随证加减变化
也做了深刻研究，这种研究方法对临证颇有实际意

义。曹颖甫在其 《经方实验录》中载案 75 则，皆
以汤证命名，如桂枝汤证、麻黄汤证、小柴胡汤证
等，并强调“有此证，用此方，得此方，消此证，
但凭脉证施治”。胡希恕教授则主张先辨六经，再
辨方证，大力倡导方证对应法，并指出临床治病有

无疗效的关键在于所辨方证是否正确［5］。刘渡舟
教授也指出: “认识疾病在于证，治疗疾病则在于
方，方与证乃是伤寒学的关键”［6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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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方证是《伤寒论》的关键

虽然历代医家对六经实质争论不休，但都能运

用其方剂治愈某些疾病，这得益于每位医家都或多

或少地掌握了一些方剂的适应病证，即方证。《伤
寒论》的方证思想体现在有是证则用是方、无是
证则去是药，证以方名、方随证变的基本特征，强
调“病证与方相应者乃服之”，即每一首方剂甚至
药物均有其具体的适应病证，具有独立性。方证辨
证在临床使用时既强调方证相应，又强调方随证

变，即当主证发生变化时主方也要随之变化，不仅

体现在药物的加减上，还体现在药物剂量的变化

上，甚至剂型、服药方法、煎煮方法都要改变，即
“观其脉证，知犯何逆，随证治之”。方证辨证与
六经辨证共同构成了 《伤寒论》辨证论治的核心，
辨证论治是理、法、方、药的有机结合，证即理与
法，方即方与药，证变则方、药、量皆变。
2. 1 方随证变
《伤寒论》以六经辨证为基础，方证辨证为关
键，要求先辨六经，次辨方证。张仲景将简单的
方、证进行归纳总结，并用六经辨证的方法将其串
联起来，形成与六经辨证相互结合的整体模式，如

第 103 条: “太阳病，过经十余日，反二三下之，
后四五日，柴胡证仍在者，先与小柴胡汤。呕不
止，心下急 ( 一云呕止小安) ，郁郁微烦者，为未

解也，与大柴胡汤，下之则愈”。此条论述由太阳
病转为少阳病的过程，虽然经过误治但少阳柴胡证

仍然存在 ( 即口苦、咽干、目眩、往来寒热、心
烦喜呕等) ，仍使用小柴胡汤治疗，此所谓证未变

而方不变。若经误下之后喜呕转为呕不止，胸胁苦
满转为心下急，心烦转为郁郁微烦，主证发生变化

则方剂也要随之改变，遂使用大柴胡汤治疗。通过
观察误治之后的脉、证重新划分六经归属，根据具
体病证特点选择最佳的适用方剂，体现出 《伤寒
论》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。
2. 2 药随证变
药随证变即根据兼证之变化来决定药物的增

减。黄煌［7］认为，方证有主证、兼证、类证之分。
主证是反映方证本质的特异性症状与体征，如葛根

汤以项背强、恶寒、无汗为主证，以身痛、腰痛、
咳、喘等为兼证; 小柴胡汤以往来寒热、胸胁苦
满、默默不欲饮食、心烦喜呕等为主证，以心下
悸、小便不利等为兼证。兼证依附于主证，没有主
证也就没有兼证。主证发生变化往往需要调整主
方，而兼证发生变化则需要调整主方中的某些药

物。如桂枝汤治疗发热、恶寒、汗出的太阳表虚
证，而桂枝加葛根汤则适用于在桂枝汤基础上出现

项背不适的症状，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则在桂枝汤基

础上出现咳、喘的症状，桂枝加黄芪汤则适用于黄
汗的治疗，桂枝去芍药汤、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
等均是某些兼证发生改变时主方药物的加减变化。
此外，黄煌教授将药随证变称为 “药证”［7］，认为
药物是经方的基本单位，对方证辨证的灵活运用仅

仅停留在方证的层次是不够的，必须研究药证。有
是证，则用是药; 无是证，则无是药。加药或者减
药，都要根据临床见证的变化而变化，如白虎汤证

出现口渴时必加人参，小柴胡汤证出现口渴时必去

半夏加天花粉。药证是构成方证的基础，方证是药
证的扩大，方证相应、药证相应是中医有无疗效的
关键。
2. 3 量随证变
量随证变即同一病证前提下根据主证不同而调

整药物之间的配伍比例。中医治疗疾病不以病因为
依据，而主要观察患病之后机体的反应状态，以及

表现在外的病证，由证选择合适的方剂，即使病因

相同，也不一定使用相同的治疗方法。如生姜泻心
汤和甘草泻心汤证候特点均属脾胃不和、寒热错
杂，均以心下痞满为主证，但其兼证略有不同。生
姜泻心汤以干噫食臭、胁下有水气、腹中雷鸣下利
为兼证，方中增大生姜的用量以散水气。甘草泻心
汤除心下痞满外还兼有下利、干呕、心烦，方中增
大甘草的用量以缓急止泻，养心安神。小承气汤、
厚朴大黄汤均由厚朴、大黄、枳实组成，其证候特
点虽均属阳明腑实，但其用量却不相同。小承气汤
以潮热、谵语、大便不通为主证，证候特点偏于热
结，用大黄四两以通腑泄热，仅用厚朴二两、枳实
三枚行气消胀。《金匮要略》载: “痛而闭者，厚
朴大黄汤主之。”厚朴大黄汤三药用量为厚朴八
两、大黄四两、枳实五枚，以腹痛、大便不通为主
证，证候特点偏于气滞热结，方中厚朴、枳实用量
均大于小承气汤，以达行气止痛、泄热通便之功。
《金匮要略》另载: “支饮胸满者，厚朴大黄汤主
之。”方中厚朴用至一尺、大黄六两、枳实四枚，
同样以气滞热结为主要证候特点，厚朴、大黄均比
其他两方用量大，体现出量随证变的特点。
2. 4 煎服法、剂型随证变
在主证不同而主方相同的情况下，还可通过调

整药物煎服方法及剂型以适应病情。大黄黄连泻心
汤方证在 《伤寒论》中针对邪热与无形之气搏结
而成的痞证时，以麻沸汤渍其须臾，分温再服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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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其气，不取其味，治虚痞而不伤正气。在 《金
匮要略》中则以水煎顿服，取其味厚而直泻血分
之火热，以治疗血中热盛、迫血妄行所致之吐血、
衄血。抵当汤证以发狂、少腹硬满为主证，热瘀互
结已深，病情加重，攻逐不可稍缓，治当选活血峻

品以破血逐瘀，煎汤服用。而抵当丸证仅针对热瘀
互结的轻证，不若抵当汤病势险急，故用丸剂以图

缓进。大陷胸汤和大陷胸丸亦是根据不同的病情选
用不同的剂型。可见方药虽同，煎服方法、剂型不
同，所针对的主证也不相同。

3 小结

《伤寒论》有着明显的病、证、方层次结构，
方证辨证立足于对方、证的把握上，基础在于证，
正如原文所言: “伤寒，中风，有柴胡证，但见一
证便是，不必悉俱”。方证辨证的过程其实是探求
病机的过程，是医生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 ( 症状、
体征、舌脉象 ) ，在明确证候 ( 病因、病机、病
位、病性) 诊断的基础上，选择相应的处方 ( 药
味、药量、剂型、用法) 治疗的一种临床诊疗思
维方法［1］。
总之，临床疾病谱不断变化，但机体患病后所

反映的状态以及表现在外的证从古至今都没有发生

改变，因此，古方能够治今病，关键在于对证的把

握。《伤寒论》以六经辨证为主体，将方证辨证融
入其中，讲究先辨六经，次辨方证，辨六经为基

础，辨方证为目的，是辨证论治化繁为简的充分表

现，临床使用时依据主证、兼证的不同来调整法、
方、药的变化，辨证思路清晰，方法简便，疗效卓
越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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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化源而兼通利”，在健脾胃以化生气血、催生乳
汁的基础上辅以王不留行、穿山甲、通草等通利乳
汁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，用于治疗产后缺乳的常用
中药多有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［8］，尤其益气补

血之黄芪［9］、当归［10］可增强机体造血能力，王不
留行［11］、穿山甲［12］、通草［13］可增加乳腺细胞的泌
乳量，使产妇脾胃得健，乳汁得化。同时调护方
面，该病与饮食、情志密切相关，故产妇要保持清
淡营养饮食，切勿过于肥甘，要调畅情志，家人应

给其支持和关心，如此产妇脾胃得健，气血有源，

乳汁得生，气机条达，乳汁自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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